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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身份證的歷史、制度與社
會關係

引言

在科技先進、社會發達的香港，每個人口袋中均

有各式各樣不同用途的“卡”或證件：信用卡、職員

證、學生證、會員證、購物優惠卡等等，而對香港所

有成年人而言，其中一張必不可少的，就是“I. D.卡”

（identity card）─香港居民身份證了。按照特區政

府現行的法例，在香港擁有居留權的市民都必須領取

身份證，而且須隨身攜帶以備警察截查時可證明自己

的身份。若在距寓所 100公尺外的地方活動，而無法

出示身份證便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款港幣

6,000元或入獄一年，後果真是可大可小。

或許因為身份證與我們天天相見，形影不離，不

少人早將它當成必然存在的東西，很少人─尤其是

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會奇怪：為何我們必須有這

“一卡傍身”？或是從哪個時候起，這張卡片變成了為

我們的“身份證明”？它又是怎樣成為我們不能或缺的

必需品？其實身份證的出現及推行，與香港的歷史變

遷息息相關，若能深入了解身份證的發展，當可更了

解港英政府的管治策略、中國內地與香港時近時遠卻

密不可分的關係，亦可從側面反映出香港居民過去的

生活面貌。

嚴格而言，1949年前，香港並沒有規範性的人口

登記制度，而市民也沒有所謂的身份證（日佔後期除

外），身份證是港英政府為了防備中國政權變化而生

的產物。在 1949年，由於政權勢將落入共產黨之手，

港英政府擔心會隨時失去香港這個“強借”而來但又

與內地相連的地方，為了要“保留一個立足點”（keep 

a foot in the door），並防止共產黨人“挖香港的牆腳”，

遂推出了一系列的防護措施，香港身份證制度，就是

在這種凝重氣氛下推行的控制人口措施。

時至今日，香港身份證的發展已超過半個世紀，

從 2018年冬季起，第二代智能身份證亦會開始換領，

全港市民又要分階段親臨特區政府入境處的辦事處，

換領這張更加先進的身份證了。回顧歷史，身份證由

最初硬咭紙一大張，演進成今天載入智能晶片，能藏

大量數據資料，配合各種用途的膠卡；由當初人人視

若無睹，要政府立法強制居民領取，到今天所有市民

習以為常，依時依候自動辦理，甚至有人為了取得此

卡而偷渡、犯法，賠上生命或自由；由當初視為“有

辱尊嚴”到今天變為“身份的象徵”，香港身份證的發

展過程，可以說是香港社會發展的縮影，亦與不少香

港人的故事緊扣在一起。從身份證制度的發展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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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得出三點較為重要的發現：（一）身份證制度與社會

發展之關係是相互結合的；（二）身份證制度見證了香

港人口政策的變遷；（三）身份證制度直接喚起了居民

的身份認同問題。以下我們不妨深入一點闡釋。

社會變遷與制度調整

社會是由無數個體組成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相

處，不一定是協調和諧的。在很多時候，因為個人利

益、好惡、信念等各有不同，個體與個體之間便會產

生矛盾和衝突。為了保障每個個體的權利免被侵犯，

社會成員之間便會定出各種各樣的“遊戲規則”（rules 

of game），約束大家的行為，這些規則，便是社會制

度和社會規限了。換言之，訂立制度的目的，是為了

保障個人，免受別人（機構）所壓逼或侵犯；或約束

個別個體（機構），侵犯別人，而非拿制度箝制個體，

使之淪為侵犯他人的工具。

與此同時，社會並非靜止不動的，恰恰相反，

它是不斷更新，不斷轉變的，傳統封閉的社會轉變較

慢；開放現代的社會則瞬息萬變，但無論如何，它們

均生生不息，興替有序。當時代前進，社會改變，支

持它的價值、規限和制度，也會隨之而變。因此，沒

有一種制度是恆久不變的，制度的發展應該緊跟時

代。當社會出現轉變，制度也應同時改變，否則“便

民之政”也可以淪為擾民惡法，受到人民的唾罵。當

然亦有一些政策原初是因擾民而受人民的反對，但日

子一久，社會環境漸有改變，加上適量修改，人民也

習以為常。舉例說，港英政府最初推出身份證制度

時，要求市民在證件上蓋上手指模，因擾民而飽受抨

擊，但港英政府卻堅持有此需要而強令執行。這項規

定，在講求人權的今天，肯定不適當了。又例如港英

政府在 1980年強令市民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時，市民

因不習慣而觸犯法例的，多不勝數，後經政府三令五

申要嚴格推行，現在市民已習以為常，人人均是“證

不離身”了。

換言之，制度也跟社會一樣，需要切合時代需

要，經常作出變更和調整。至於歷史，則是這些變動

過程的記錄，研究歷史就如翻查過往社會發展的歷程

一樣，可以讓我們更加明白過去，分清黑白。從研究

香港社會和身份證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發現身份

證制度的沿革，正好可以反映出政權輪替、社會變遷

和制度沿革之間，是互相配合和互為調適的。

香港身份證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政

治需要和社會狀況，另一方面也受社會現實環境所左

右。例如日本軍隊侵佔香港期間曾推行人口登記及身

份證（住民證）制度，但並非在佔領初期立即貿然進

行，主要原因相信是日佔政府估計戰亂初期的人心不

穩，太早進行箝制，很容易適得其反。這是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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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條件）左右制度推行的例證。到了日佔政府完全控

制香港，市民被逼逃的逃，遭殺的殺，剩下來的主要

是逃不掉而“順從”的一群了，這時社會條件已較為

成熟，日佔政府才推出住民證政策，欺壓人民，這算

是日佔政府“審時度勢”的一種表現。在住民證政策

的監察下，香港市民的一舉一動，也無從逃出日佔政

府的魔掌了。

港英政府推出身份證制度同樣沿着日佔政府的舊

路。香港重光之初，社會仍然動盪不穩，人心虛怯，

港英政府重掌政權不久，如果便急急推出身份證政

策，在當時社會條件而言，顯然是受不了的，也很容

易招來各方的反對，危及本身統治。到了 1949年，也

即和平後的第四個年頭，港英政府對內部的統治已相

當鞏固了，反而中國內地的政治環境則急劇改變，給

香港帶來巨大影響。港英政府把握這個時機，巧妙地

製造社會氣氛，挾解放軍乘勝收回香港的“外憂”以

制當年香港湧現一片反英反殖意識的“內患”，並“聲

東擊西”地乘機推出箝制居民的人口登記和簽發身份

證制度，將規限人民的政策，說成是“居民衣食所需

統籌分配的可靠資料”，可以為“香港全盤防衛計劃的

一部份”，因而是“必不可少的”。就在這樣的背景和

條件下，香港產生了身份證制度。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制度與社會的發展，往往是

互相結合又互為影響的。當社會條件未成熟時，政策

的推行或改變，均帶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同樣地，當

社會條件已經轉變，而制度還未能跟隨，則會對社會

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到了 20世紀 50年代末，香港

社會環境已出現重大改變，人民生活較戰時已改善多

了。社會更加開放，來自內地的政治及軍事影響，也

大大減少了。原本嚴厲規限居民生活舉動的《人口登

記條例》，已經太過苛刻了，例如規定各機構或單位均

須按月向當局匯報人口變動，僱主又須要代員工登記

及申領身份證等措施，便已經十分擾民了；其次，就

連身份證的設計式樣、尺碼大小，也跟不上時代了。

有見及此，港英政府在 1960年修訂《人口登記條例》，

從 1980 年 1 月 28 日起，香港政府立例規定禁止僱用非法入境者及
不合法受僱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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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重新簽發身份證，修補舊制度的漏洞，使身份證制

度與當時的社會發展，互相配合。

1980年 10月，香港人口政策出現重大轉變，“抵

壘政策”—非法入境者抵達市區，即可以獲發身份

證的做法—宣告結束，來自內地的非法入境者，一

經發現會被即捕即解。為了配合這政策帶來的社會轉

變，身份證制度也需跟着改變。1983年，港英政府推

出高度防偽並且有先進電腦系統支援的第一代電腦身

份證，新制度可以配合“每位年滿 15歲香港市民均須

攜帶身份證”的法例，讓執法人員更有效率地截查市

民的身份證，以杜絕非法入境者。

第一代電腦身份證推出不久，中英兩國就香港前

途問題達成協議，英方會在 1997年 7月 1日把香港交

還中國政府，香港社會再次出現重大變動。為了配合

這個歷史性的改變，推行不久的第一代電腦身份證，

必須再次作出調整，才不致與社會脫節。1987年，港

英政府修訂《人事登記條例》及其相關《入境事務法

例》，香港市民又須更換身份證，以便 1997年中國政

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繼續使用。

1997年 7月 1日，香港順利回歸。與此同時，港

英時代的相關政策和制度，同樣需要作出修改。為了

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特區政府

只為身份證制度作出若干“字面上”的更改以配合需

要。在科技一日千里、社會轉變急速的 21 世紀，到

了 2003年，1987年時設計推行的身份證顯然已經變得

不合時宜，也不合時代需求了。有鑑於此，香港特區

政府在 2003年 6月 23日起，為全港市民分批更換一

種結合全新數碼科技的智能身份證。新證件除了具備

原本的“證明個人身份”功能外，更可以由持證者自

由選擇，加入電子錢包、數碼證書和圖書證等功能。

2017年底，特區政府公佈，將由 2018年第四季度起，

為香港市民更換第二代智能身份證。第二代身份證將

具有更先進的晶片及軟件，以及更先進的防偽技術。

從香港身份證制度的不斷發展和沿革中，我們

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跟隨社會並配合社會發展的重要

性。當社會出現轉變，制度也須要作出改變和修訂，

否則，不單只社會的發展便會受到阻礙，連人民的生

活，也會受到負面的影響。

身份證與移民政策

自港英政府實施身份證制度始，雖然內部有不少

反對聲音，甚至有港人不肯領取身份證，但卻有很多

香港以外的居民，特別是中國內地和越南人民（由於

越南難民與中國內地難民有別，此文不會作出討論），

為了獲得香港身份證而不惜以身犯險，用種種方法偷

渡來港，希望獲取一紙證明，成為香港居民。身份證

的發展與香港的移民政策，彼此緊扣，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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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9年以前，中國內地和香港之間基本上沒有

正式設立海關，市民可以自由進出或定居，殖民地政

府的移民政策，也是“來者不拒”，因此當時香港人

口的流動十分巨大，尤其是當中國內地出現重大的政

治變動或災難時，例如 1925年和 1926年發生的省港

大罷工期間，不少香港居民返回內地，直到工潮結束

後才重回香港。又如日本侵華期間（1937-1945年），

大量華南人民湧入香港，香港人口急升；到香港淪陷

（1941-1945年），居港華人又逃回內地避難了。至日本

投降，中國內地再陷內戰，難民南投香港之潮又起。

由此觀之，雖然中國內地和香港分屬不同政權，但邊

界沒有確立，進出限制不嚴，結果便是人口暴升暴

跌，流徙嚴重。難怪 1949年前的香港一直被稱為“無

根的城市”，移民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也不大。

身份證制度是香港人口政策的重要一環，它一方

面可以收監察統籌人口的功效；另一方面則改變了香

港的人口結構。自登記人口以後，華人進出香港便受

到限制，很多由內地逃難進入香港的華人，便不再存

有重回內地的夢想。在後退無門的情況下，他們只好

以港為家，在港再植根苗。港英政府在 1949年起給予

全港市民簽發身份證的政策，正好強化了他們以港為

家、植根香港的心態。

1972 年 4 月，港英政府一改過往百多年視非本

土出生的華人移民為臨時人口的政策，給予那些只要

在香港連續居住 7年或以上的人士予以永久居民的身

份，使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與本土出生的人士無異。

換言之，臨時移民可以轉為永久居民，這是扎根香港

最有力的支持，也對香港社會的穩定和認同，帶來巨

大而深遠的影響。

自“貿易禁運”政策廢除後，便有很多難民從中

國內地湧入香港，港英政府對這些新來者既不是“來

者不拒”，也不是“拒諸門外”，相反，是結合本身的

利益和現實需要，接納那些可以抵達市區，有親友接

濟，並且有工作能力的人，給予簽發身份證；至於那

些在邊界地區被截獲，既沒有親友，又沒有工作能力

的，則遣回原籍。此即所謂“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港英政府這種“騎牆”的移民及人口政策，

說穿了則是為了配合當時的經濟發展—勞工市場上

緊張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的。

俟後，當香港經濟發展日趨成熟，持續不斷的

低技術勞工不但不能給香港的經濟帶來正面的競爭優

勢，反而增添了社會的負擔，有鑒於此，港英政府乃

樹起“籬笆”，在 1980年 10月修改其移民及人口政

策，宣佈放棄“抵壘政策”，改為“即捕即解”。從那

時起，香港的人口結構便漸趨穩定，而香港人口的增

長，除了自然增減外，便只有透過合法的移民進出一

途了。

九七年回歸後，按照《基本法》第 24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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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特區成立前已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香港居

民，其在中國內地或其他地方所生的子女，均享有香

港居留權，換言之，他們應該可以申請香港身份證。

就此一規定，按香港特區政府的統計，符合資格的人

數約有 167萬人之巨。而這批人士又大部份是年幼而

且教育水平較低的，如果讓他們全數在短期內來港，

將會給香港社會帶來沉重負擔。有鑒於此，香港特區

政府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釋

法，從而收緊港人內地子女來港的資格和手續。香港

特區政府的做法備受非議，而一些身在香港的港人內

地子女，更加在一些示威抗議中，火燒入境處，造成

入境處人員及抗議者在火災中死亡的悲劇。結果，那

些採取過激手段的抗議人士，被告以謀殺之罪。為了

爭取一紙身份證，他們賠上一生自由，鋃鐺入獄。

正當香港特區政府在擔憂有大量港人內地子女湧

入香港之際，在 2003 年 3 月，保安局又宣佈了新的

移民及人口政策，接納香港以外地區人士，只要擁有

港幣 650萬元，便可以連同家屬申請來港定居，而他

們在香港連續居住 7年後，同樣可以享有香港永久居

民身份。而自 2010年 10月 14日起，投資移民的門檻

（淨資產或淨資本要求）由 650萬增至 1,000萬元。不

過，到了 2015年，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宣

佈暫停有關計劃。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則放寬“一般

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和“優秀人才入境

計劃”，鼓勵人才及企業家到香港定居及發展。顯然，

外地人士只要“有財”或“有才”，亦可以換取香港居

民的身份證了。香港特區政府的移民政策，再次引來

社會人士的爭議。不論結果如何，身份證制度見證香

港移民及人口發展這一事實，則是十分清晰的。

身份證、回鄉證與身份認同

另一方面，從身份證和回鄉證制度的變更軌跡

中，我們可以整理出身份證和回鄉證的簽發與香港華

人身份認同的產生，存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沒有身份

證制度和回鄉證（1949年）之前，大部份香港華人皆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只佔一小

部份。身份證和回鄉證的簽發，對認同觀念的產生和

轉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港英政府推出身份證制度之時，或者只是單純地

為着控制人口，但到了後來，卻發覺身份證對華人身

份認同上，有一定作用。蓋自 1949年後，國民黨敗走

台灣，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華人在身份

認同上便出現十分尷尬的局面，港英政府不想將香港

捲入國共兩黨的政治漩渦中，因而不鼓勵市民認同中

國。但在另一方面，又不肯作出承擔，讓香港華人歸

宗英國，由是之故，唯有採取非政治化的手段，盡量

避免香港人的政治意識抬頭。提倡本土化，舉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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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週”、“清潔香港運動”和各項社區活動等，便是這

種非政治化政策的表現，甚至不斷更新香港居民身份

證，也是其中鼓吹本土化身份的另一些例證了。

與此同時，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了

抗衡以美英為首西方世界的圍堵，自 1950年起，規定

所有海外華人（包括港澳居民），進出中國內地均需事

先申領回鄉證明書（即回鄉證前身），並得到中國政府

批准，才能進出中國內地。至於他們在內地期間的活

動，也必須受到派出所等單位的監控，這些政策使海

外華人感覺像“外人”一般，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內

地產生負面的影響。

到 1972年 4月 1日，港英政府的人口政策再次作

出改動，不再視非香港出生的華人為移民，給予所有

居港滿 7年者永久居民身份。為了配合此政策，港英

政府將擁有永久居民身份人士的身份證，在簽發時，

蓋上黑色的印章（黑印身份證），作為標記；而沒有

此身份的人士，其身份證上的印章，則是綠色的（綠

印身份證）。這種做法，使“黑印”居民對香港產生

了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而“綠印”居民到了居港

滿 7年後，同樣可以享有此“榮耀”，只是時間有先有

後而已。因此，這種政策上的變動和身份證格式的配

合，大大強化了香港華人對本土的情感和認同。此消

彼長，香港華人認同“中國人”之心漸減，而認同是

“香港人”之情則漸增。

自 1980 年 10 月 26 日起，當“抵壘政策”取消

後，香港居民身份更加“吃香”。港英政府立法規定所

有年滿 15歲的香港居民，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否則

一經查獲，可能會遭受罰款和判監。這個政策，不但

使身份證的應用更加普及，同時也明確了香港人的身

份。沒有身份證便等同沒有香港居留權，情如過街老

鼠，只能東躲西藏。香港身份證彷彿演變成為一種富

裕、先進和文明的身份象徵。

1987年，港英政府再就香港居民的身份作出明確

界定，永久居民享有的地位，在 1997年 7月 1日後，

仍然可以保持。中國政府為了保障香港人的利益和地

位，回歸後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政策，讓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保持 50年不變。香港人仍為自己的特殊地位，感到自

豪和驕傲。另一方面，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中

國政府一改過往對海外華人的冷漠態度，並歡迎他們

認祖歸宗。溝通和接觸是消除隔閡的最好方法，隨着

簡化辦理回鄉證和過境的手續，中國內地與香港的接

觸漸多，港人對於中國的歸屬感也漸漸提升。

總結而言，身份證和回鄉證由原本只作為單純的

法律文件，轉變成為好像圖騰一樣的東西，視作是社

會身份和個人地位的具體身份象徵性證明（symbolic 

identification），中國政府和港英政府在背後所作出的

推波助瀾的活動，是不能夠低估的，這也是香港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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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認同複雜糾纏、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書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可分為十章。在下一章（第二章），我

們將會先看看香港身份證推行的前身─香港在日佔

時期推行住民證制度的始末、因由和特徵。日軍在控

制香港的 3年零 8個月裏，曾經施行了很多嚴苛的政

策，強逼所有香港居民登記戶口並領取住民證的政策

便是其中之一。日佔政府簽發住民證的手段，名為保

護市民，實則為了監視和控制居民的舉動，這項政策

對英國殖民地政府在重掌香港統治後的施政，也有一

定啟發作用。

在本書第三章，我們將注意力轉到港英政府推行

身份證的歷史背景上。1949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改

朝換代、翻天覆地而轉變巨大的年頭，國民黨兵敗如

山倒，狼狽敗走台灣，中國共產黨取而代之，並宣佈

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巨人腳下”，只有

“彈丸之地”的由英國人管治的香港，卻充斥 一片“恐

共”和“非共”的氣氛。港英政府除了向英國要求增

兵以“保衛”香港外，身份證制度的推行，也是在這

個非常時期下產生的其中一種“針對非常時期而必不

可少”的防衛性措施。

在第四章，我們會討論香港身份證制度推行的法

任何年滿 15 歲的香港身
份證持有人，須隨身攜
帶其身份證明文件以供
執法人員查閱。（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提供）

圖為內地非法入境者趕在 1980 年 10 月 26 日寬限期前到金鐘華人
延期居留辦事處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的景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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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依據。為了嚴密監控人口，港英政府以草案形式在

1949年 8月 3日，由當時的律政司祁利芬提出，並於

8月 10日和 8月 17日通過二讀和三讀，倉卒地通過成

為法例。以今天的尺度而言，顯然是“諮詢不足”，

但在法律程序上，卻是“依本子辦事”的。可見在港

英政府控制下的立法局，“橡皮圖章”之說，果然並非

“浪得虛名”。有了人口登記條例的先例，港英政府以

後的立法或修改，便順理成章了。事實上，在 1949年

後，港英政府曾多次修訂《人事登記條例》，但這些舉

動，已經再沒有在社會上引起什麼反對聲音了。

在第五章，將主要回顧身份證的推行過程。可

以這樣說，港英政府在推行身份證的初期，並不是一

帆風順的。社會上對身份證的若干細節和規定，如需

要在證件上打手指模等，反應十分強烈，並多次提出

抗議。港英政府一方面派出官員多番向市民解釋，指

出打手指模之“必不可少”和“天然防偽”作用。另

一方面則透過立法，規定無論是工作、外遊，以至糧

食配給等等，均會以身份證為依據，變相以此作為利

誘。透過這些亦剛亦柔、時硬時軟的行政手腕，克服

種種困難，成功地為全港市民登記，達到了藉簽發身

份證控制人口的目的。

香港身份證的特色和沿革是本書第六章的主要討

論點。在這一章內，我們將會深入探討香港身份證在

設計上的一些特點。證件推行初期，港英政府為求盡

快完成登記，一切設計從簡，身份證也只是“粗卡紙

皮一張”，一些個人資料更是手寫而就。俟後，香港身

份證經歷了若干改變，美術設計也漸漸有了很大的改

善，使得香港身份證由大卡紙一張演變成今天小巧精

美，兼且可以植入電腦晶片作多功能使用，情況已完

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第七章，將會討論身份證與香港移民及人口政

策問題。在 1949年前，由於中國內地和香港並沒有正

式海關的設立，香港華人可以自由進出，港英政府並

沒有明確的移民政策。但自 1949 年後，香港居民進

出中國內地和香港開始受到限制，身份證和回鄉證先

後推出的目的，正是為了規範人口的遷移和活動。港

英政府在 20世紀 60年代起給予非法移民簽發身份證

的手法，是接納新移民的做法。到 1972年 4月，再賦

予非香港本土出生移民永久居民身份的政策，更是開

放式移民政策的延續。1980年底，隨着抵壘政策被取

消，香港開放式的移民政策也劃上句號。自此以後，

香港人口結構也趨向穩定，移民政策也變得更有選擇

性。2003年以後，香港特區政府雖然推出投資移民政

策，但其開放性仍然十分有限。

在本書第八章裏，我們會從身份證的簽發歷史探

討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的孕育和轉變。在身份證制度未

推出之前，大部份香港華人並不認同在港英政府統治

下的香港人身份。在推行身份證初期，港人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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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身份證”仍有一定抗拒。俟後，港英政府在 1972

年 4月，宣佈給予所有連續居住香港 7年或以上的移

民人士永久居民身份，扭轉過往視他們為臨時人口的

政策，使他們產生以港為家的情懷，因而撒下本土文

化的種子。

隨着身份證制度的完善，生活在香港的華人，

開始對本土文化和香港人本身的身份產生認同，而抗

拒港英殖民統治之心則漸見減退了。到了九七回歸，

香港人的身份又有了巨大的變化。在法理上，香港人

已經和中國內地十三億多同胞一樣，都屬於中國公民

了，香港特區的身份證也將重新設計和簽發。在每個

轉變過程中，香港人曾經對自己的身份出現過不同程

度的轉變，身份證就是每個轉變的記錄。九七回歸

後，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會否隨身份證的改變而同

樣出現轉變呢？這將會是本章希望回答的問題。

在本書第九章裏，我們將會轉為探討回鄉證的歷

史和發展，了解香港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概

念。若果我們認為身份證是本土文化和身份認同的見

證，那麼回鄉證的萌生，同樣標誌“中國人”身份認

同的蛻變。事實上，回鄉證制度可說是身份證制度的

衍生。在 20世紀 50年代，新成立的中國政府為了回

應以美英為首的“貿易禁運”和外交封鎖，對海外華

人（包括香港和澳門）進出中國內地，也實施規範，

海外華人在進出中國內地之前，必須申請並須獲得當

局批准，才可進入，至於在中國內地期間的活動，更

因不同情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這是回鄉證制度

的來源。站在香港華人的立場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設下關卡，視之為“外人”的政策，自然扭轉了

他們的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回鄉證制度施行之前，

大部份香港華人均認同“中國人”的身份，但自此制

度施行後，香港華人開始發現自己被排除在“自己人”

（或“中國人”）的圈子外，因此認同“中國人”身份

的情愫漸減，最後更形成認同“香港人”身份遠多於

“中國人”身份的格局。

在本書最後一章（第十章），我們會從香港身份

“領取香港身份證請先排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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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發展的歷史中，了解香港社會的轉變和調適，從而

探索身份證制度在香港歷史上的作用和意義。身份

證簽發制度本身乃統治者控制人民的其中一項重要手

段，對於大部份市民而言，不論願意與否，還是要申

領的。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刻意推動下，今日的身份證

已經真的變成市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東西，身份證

已不止是一項單純的法律文件，它還可以用作駕駛執

照、圖書證、電子錢包、數碼證書，甚至作為商業貿

易的交易平台等。

結語

總結而言，身份證制度的實施，本來是港英政府

為了防範聲勢日盛的中國共產黨，在打敗國民黨並奪

取政權後，乘勢收回香港的其中一項重要措施。這措

施的目的，主要是全盤控制香港人口，提防親共人士

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危及港英的殖民統治。然而此

政策的功用和影響，卻遠大於此。它一方面影響港英

政府的移民及人口政策；另方面則喚起香港華人的本

土身份認同。至於身份證的應用，由原本最單純的確

定居民身份，再推廣至日常生活（如：旅遊過境、求

學工作、生意貿易、以至公民選舉等），這相信是港英

政府推出身份證制度之初所意料不及的。

第二章	 日佔時期的香港住民證
歷史

引言

首先，讓我們由身份證制度推行的原因和歷史背

景說起。從時間上說，香港相信是世界上其中一個較

早系統化地推行人口登記，並強制規定簽發身份證的

地方之一。考查香港身份證制度的推行，我們可以分

為日佔時期和港英統治時期兩大部份。日本軍事佔領

香港時期，曾經很短暫地推行身份證（住民證）制度。

香港光復後，所有日佔時期的措施也廢除了，身份證

制度亦一併取消。但到了 1949 年，港英政府又重提

此政策，強令市民遵行，並且推行至今。為了方便討

論，我們會先將日佔時期推行人口登記並簽發身份證

明文件的原因、過程以及各種措施一併在本章探討，

至於在其他章節，則只會集中討論影響更為深遠、層

面更為廣闊的港英時代的人口登記政策。

日本軍隊在 1941年 12月初進犯香港，英軍不堪

一擊，在短短的 18 天內，日軍便直搗黃龍，攻佔香

港，港督楊慕琦（M. Young）被逼在半島酒店簽下降

書，香港也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日本侵佔


